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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风险动态变化及其地形梯度分析
———以陕西省米脂县为例

刘　 迪，陈　 海∗，梁小英，马　 胜，王嘉妮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西安　 ７１０１２７

摘要：以黄土丘陵沟壑区陕西省米脂县为研究区，综合考虑区域农耕生态背景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建立了以农耕生态风险概

率与自然—社会复合系统损失度耦合的综合生态风险评价体系，分析了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异，并依

托地形分布指数探究了生态风险与地形起伏度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米脂县土地利用变化明显，主要表现为耕地减少，林地与

荒地增加；米脂县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５ 年综合生态风险指数分别为 ０．１４６６、０．１６０７，农耕风险胁迫增大，风险高值区片状分布于米脂县

中部，研究期间有向川道集聚的趋势；低风险优势分布于起伏度高值区，高风险则优势分布于起伏度低值区，研究期间风险向较

高地形起伏度迁移明显，同时高风险区域在起伏度低值区上的分布也更加集聚。
关键词：生态风险；土地利用；时空分异；地形起伏度；米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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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ｒｅｌｉｅｆ．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ｖｉｃｅ ｖｅｒｓａ．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ｔ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ｍｏｖｅ 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ｌａ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ｒｅｌｉｅｆ； Ｍｉｚｈｉ Ｃｏｕｎｔｙ

目前，地球已经进入“人类世”新纪元［１］，土地利用变化背景下大部分社会—生态复合系统受到人类活动

的胁迫并引致诸多生态风险［２］。 科学评估与缓解人类活动引发的风险，已成为当前地理学与生态学研究的

核心议题之一［３］。 黄土丘陵沟壑区等生态脆弱区对土地利用变化具有极强响应，区域内农耕活动频繁，景观

较为破碎，生态系统稳定性及恢复力差［２，４］，极大影响人类福祉赖以发展的自然根基。 定量表征与评价区域

内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风险，是黄土高原生态恢复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５］。
生态风险是生态系统组分受到外界压力而产生不利生态影响的可能性［６］。 目前，生态风险研究范式较

为统一，基于景观格局指数度量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的研究居多［７⁃１１］，且以土地利用变化为诱因的风险评

价［１２⁃１３］已成为研究热点。 尽管同时将风险源对生态环境的胁迫、风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纳入综合生态风险

评价的研究还不多见［１４⁃１６］，且指标间的权重大多采用层次分析法［１６］、专家打分法［１５］等主观方法来确定，但在

依据研究区实际情况遴选风险源指标、基于干扰度和脆弱度来表征自然系统损失度、综合自然属性和社会属

性来表征风险损失度等方面已得到诸多学者的认可［１７⁃１９］。 同时，生态风险评价研究主要聚焦流域［７⁃９，１４］、海
岸带［１０，１２，２０］等自然地域以及矿区［１１］、行政区［１３，１７，２１⁃２２］等人文地域，黄土丘陵沟壑区风险评价研究案例较少。

基于此，本文以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区的陕西省米脂县为例，选取农户干扰胁迫、土壤污染胁迫、外部距离

胁迫等 ３ 类风险源，基于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构建耦合农耕风险概率与自然—社会复合系统损失度的二维

风险模型，对生态风险时序变化进行分析的同时结合地形分布指数探究了生态风险时空分布特征与地形之间

的关系。

１　 研究区概况

米脂县（１０９°４９′Ｅ—１１０°２９′Ｅ，３７°３９′Ｎ—３８°０５′Ｎ）位于陕西省榆林市东南部，总面积 １１７８ ｋｍ２，地处黄土

丘陵沟壑区。 属中温带半干旱气候带，全年降雨量低，气候干燥，夏季是降雨主要季节；境内沟壑纵横，地势起

伏较大，植被覆盖度低，地表破碎化程度突出（图 １）。 伴随着大量农药化肥、塑料薄膜的使用以及陡坡种植等

高密度农耕行为，米脂县农业生态系统呈现出脆弱性特征并使生态风险持续增加，及时把握风险的演变趋势

对于米脂县十分必要。 作为国家首批退耕还林示范县，１９９９—２０１５ 年持续退耕使林草地面积持续增加，在区

域政策与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耕地类型转化与弃耕撂荒行为频发；加之自然条件过渡性与多样性，研究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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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类型产生较大变化，为揭示综合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化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平台。

图 １　 米脂县地理位置及其高程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ｚｈｉ Ｃｏｕｎｔｙ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据来源涉及土地利用、地形及社会经济数据等多个数据集。 其中，２００９ 年米脂县土地利用类型数据基

于第二次全国土地利用调查数据集获得；２０１５ 年米脂县土地利用数据以该年高分一号影像（３２１ 波段）为数

据来源，通过 ＥＮＶＩ５．１ 进行几何校正、影像增加处理后，进行监督分类和目视解译获取，解译结果的 Ｋａｐｐａ 指

数达到 ０．８６，满足风险评价精度要求。 参照全国土地利用分类标准，将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果园、林地、草
地、水域、城镇村及工矿用地、荒地（含盐碱地）７ 类。 ＤＥＭ 数据源于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

据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 ），重采样为 １０ｍ ＤＥＭ，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邻域分析工具建立 ５×５ 矩形移动窗口分别

提取邻域栅格高程最大值与最小值并求取差值，生成研究区地形起伏度［２３］。 人口密度、粮食产量及农业投入

等社会经济数据源自《米脂县社会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５ 年）。
２．２　 生态风险评价框架

本文按照生态损失指数法，将研究区生态风险定量表征为风险概率与风险损失的乘积［６］。 黄土丘陵农

耕区生态风险源识别需较好地表征外部胁迫，而土地利用是农户改造自然环境最直观的表现形式［１２］，并关联

诸多生态环境问题［１３］，因此与土地利用密切关联的农耕风险类型应当予以关注。 基于此，黄土丘陵农耕区综

合生态风险（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ＣＥＲ）可以通过农耕生态风险概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ＥＲＰ）与自然—社会复合系统损失度（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Ｌｏｓｓ Ｉｎｄｅｘ，ＮＳＬＩ）共同表征［５，１７］。 公式如下：

ＣＥＲｉ ＝ ＡＥＲＰ ｉ × ＮＳＬＩｉ （１）
式中，ＣＥＲｉ为风险小区 ｉ 的综合生态风险；ＡＥＲＰ ｉ为风险小区 ｉ 的农耕生态风险概率；ＮＳＬＩｉ为风险小区 ｉ 的自

然—社会复合系统损失度。 其中：

ＡＥＲＰ ｉ ＝ ∑
３

ｊ
λ ｊＰ ｉｊ；ＮＳＬＩｉ ＝ ａＮＬＩｉ ＋ ｂＳＬＩｉ （２）

式中，Ｐ ｉｊ为第 ｉ 个风险小区的 ｊ 类风险源概率；λ ｊ为 ｊ 类风险源权重，农户干扰胁迫、土壤污染胁迫、外部距离胁

迫三者权重分别为 ０．２４、０．４２、０．３４；ＮＬＩｉ为第 ｉ 个风险小区自然系统损失度；ＳＬＩｉ为第 ｉ 个风险小区社会系统损

失度；权重 ａ＝ ０．６４、ｂ＝ ０．３６。 权重通过客观熵权法赋值得到。

３　 ２３ 期 　 　 　 刘迪　 等：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风险动态变化及其地形梯度分析———以陕西省米脂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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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生态风险空间分异，本文利用等间距系统采样将研究区划分为 ３６２ 个 ２ ｋｍ×２ ｋｍ 单元网格［１０］，将
计算得到的各类风险源指标数值及损失度值赋予风险小区中心点，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空间分析工具进行普通克里

金插值，实现空间化。
２．２．１　 农耕生态风险概率

目前，由于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关联程度不断加深，土地利用替代自然要素在短期内主导环境变化和区

域发展已成客观事实［１９］。 在黄土丘陵沟壑区，景观演化亦具有人类主导性，结合风险动态演化的研究目标导

向，生态风险概率偏重农户耕作与生产生活引致的风险，主要包括由农户干扰胁迫、土壤污染胁迫、外部距离

胁迫三者引致的风险。
农户干扰胁迫是指农户从事农业活动、生产生活形成的干扰体对景观环境施加的胁迫［２４］。 本文根据黄

土丘陵农耕区特点，选取土地垦殖系数表示农户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与干扰程度，该系数为耕地面积占土地总

面积的比例。 一般情况下，土地垦殖系数较大的区域往往面临较高的局域水土流失与土壤盐渍化风险。 考虑

到研究区水资源匮乏、工业滞后，因此区域环境污染应重点关注农业土壤污染，本文选取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与

农塑薄膜覆盖密度表征研究区农业种植行为对区域生态环境带来的土壤污染胁迫。
外部距离胁迫是农户对不同景观类型干扰距离的刻画，一般而言，距离道路越近，人类活动影响下各类景

观类型代表的生态系统面临其生态系统服务降低的风险越大［５］。 另外，外部距离胁迫值也与自身地类属性

对农户的吸引程度有关，本文通过距离衰减系数进行衡量［２５］。 公式如下：

ＤＩＳ ＝ １
１ ＋ （ｄ ／ ａ ｊ）

（３）

式中，ｄ 为景观单元距道路的距离；ａ ｊ为 ｊ 类景观类型的距离衰减系数，根据建筑用地、耕地、果园、水域、草地、
林地和荒地对道路依赖程度的不同，分别取 １０００、５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１０、１、１。
２．２．２　 自然—社会复合系统损失度

自然—社会复合系统损失度包含自然系统损失度，社会系统损失度，分别表示自然系统、社会系统暴露于

风险下可能带来的损失［１７⁃１８］。 农耕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干扰，使区域内所有景观暴露在一种或多种风险源之

下，其代表的生态系统都可能遭到损失［２１］，直观地表现在景观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上。 不同类型景观暴露于区

域的多种位置，其受到的干扰程度与自身应对外界干扰的抵抗能力均有差异［１０］。 本文选用基于干扰度和脆

弱度的自然损失指数反映风险受体受到人为干扰时其自然属性损失的程度［１８］。 公式如下：

ＮＬＩｉ ＝ ∑
７

ｋ

Ｓｉｋ

Ｓｉ
Ｅｋ × Ｆｋ （４）

式中，ＮＬＩｉ为第 ｉ 个风险小区的自然系统损失度；Ｅｋ为景观类型 ｋ 的干扰度；Ｆｋ为景观类型 ｋ 的脆弱度；Ｓｉｋ为第

ｉ 个风险小区 ｋ 类景观类型面积；Ｓｉ为第 ｉ 个风险小区总面积。 参考前人［１０，２２］ 研究，干扰度包含破碎度、分离

度、优势度，各项指标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４．２ 中计算得到；脆弱度依据专家打分法归一化求得。
由于不同的生态危害发生在不同的风险小区内，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因此损失度不仅要考虑受体

的自然属性，还要考虑其社会经济属性［１６］。 农耕区社会经济系统中，人口是区域发展的根本，粮食资产是关

乎农户福祉的关键，两者是研究区风险胁迫下最为敏感的损失受体。 本文通过社会系统损失度 ＳＬＩ 定量分析

区域灾损敏度，利用人口密度、粮食产量指标等权重综合反映。 本文依托于土地利用数据，人口密度以格网内

建设用地比例与乡镇人口密度标准值进行分区统计获取，粮食产量以格网内耕地面积比例与乡镇粮食产量标

准值进行分区统计获取。
２．３　 地形起伏度及其分布指数

地形起伏度是对区域地形切割深度的数值度量，是表征地貌类型的重要指标，尤其是在黄土丘陵沟壑区

等地表切割较强地区，地形起伏度的成图成为该类区域地貌过程分析的重要步骤［２６］。 黄土丘陵沟壑区内地

形对人类活动的限制性和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自然选择性，使区域内人类风险胁迫与社会财富随地形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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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呈现规律的变化特征，而风险源与损失度等关联要素的变化导致地形梯度上不同等级生态风险的迁移。
本文结合分布指数［２７］旨在探讨地形起伏度因子与生态风险之间的时空关联。 分布指数通过消除不同地形起

伏度等级面积差异和不同风险组分面积比重差异来描述各风险组分在地形起伏度梯度上的分布状况。 公式

如下［２７］：
Ｐ ＝ （Ｓｉｅ ／ Ｓｉ）（Ｓ ／ Ｓｅ） （５）

式中，Ｐ 为分布指数，Ｓｉｅ为第 ｅ 种地形起伏度下第 ｉ 类风险等级面积，Ｓｉ为第 ｉ 类风险等级总面积；Ｓｅ为第 ｅ 种

地形起伏度总面积，Ｓ 为研究区总面积。 Ｐ＞１，说明特定风险等级在特定地形起伏度上处于优势分布。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由表 １ 可知，研究期间米脂县土地利用总体变化不大。 草地、果园、水域及城镇用地面积比例基本维持稳

定，而耕地、林地、荒地土地流转明显。 耕地减少 ３１６８．４５ ｈｍ２，变化幅度为－６．１６％；林地增加 １１０２．９５ ｈｍ２，变
化幅度为 ８．５４％；荒地增加 １６０９．４７ ｈｍ２，变化幅度为 １８３．７０％，是面积比例变化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 减少的

耕地，部分受退耕还林政策推动转化为林地，部分受农户个体抛荒转化为荒地。 抛荒行为原因多样，大多受经

济利益驱动，年轻农户出外打工或响应移民搬迁政策离开农村选择主动抛荒，部分农户因年龄增长难以负担

繁重农工而被迫抛荒。 林地增加大多来源于耕地转入，相较于耕种，部分农户更意向于退耕还林，出外打工而

获得更高收益。 盐碱地产生于沟谷地带，研究期间由于大面积土壤盐渍化使盐碱地面积增加，土壤耕性受到

影响且短时间内难以恢复。

表 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米脂县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 ％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９ ｔｏ ２０１５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ｚｈｉ Ｃｏｕｎｔｙ

年份
Ｙｅａｒ

耕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果园
Ｏｒｃｈａｒｄ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ｓ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ｙ

城建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荒地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２００９ ４３．４１ １２．３５ １１．０１ ２８．５５ ０．７３ ３．１７ ０．７８

２０１５ ４０．７４ １２．３８ １１．９５ ２８．７１ ０．７７ ３．２３ ２．２２

３．２　 综合生态风险时空分异

本文基于自然断点法将农耕生态风险概率、系统损失度以及综合风险进行分级，等级越高表示风险概率、
损失度以及综合风险越大，结果分别如图 ２、图 ３ 和图 ４ 所示。
３．２．１　 农耕生态风险概率

农耕风险概率是农户干扰胁迫、土壤污染胁迫与外部距离胁迫的综合表征。 由图 ２ 可知，研究期间风险

概率空间差异显著，大致呈现中东部高、西北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 ２００９ 年最高风险概率（Ｖ 级）占研究区面

积的 １２．２５％，集中分布于中部的银州与东部的桃镇与杨家沟；银州位于川道，农耕与乡镇交通发达，农户干扰

较大，桃镇与杨家沟因其较高的垦殖率与农肥施用而呈现较高的农耕风险。 ＩＩＩ、ＩＶ 级风险概率在 Ｖ 级风险区

域周围呈环状分布，占研究区面积的 ３１．０３％。 Ｉ、ＩＩ 级风险概率占研究区面积的 ５６．８２％，主要分布于西部与北

部区域；西部各乡镇农地耕作强度与农肥使用量较低，土壤污染有限，同时北部与西部交通相对闭塞，农户干

扰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降低的可能性较小。 与 ２００９ 年相比，２０１５ 年农耕生态风险呈现“西移北进”、中
部扩张的趋势，风险概率整体上升了 １３．１９％。 东南部风险核心有所缩小，主要是由于杨家沟土壤污染明显减

轻；西部与北部农耕风险的扩张则与石沟和沙店的道路扩张、石沟和高渠等乡镇土壤污染的上升密切相关。
３．２．２　 自然—社会复合系统损失度

自然—社会复合系统损失度由景观结构损失度、社会经济损失度综合表征，由图 ３ 可知，研究期间系统损

失度空间差异显著，大致呈现中西部高、南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 ２００９ 年较高损失度（ ＩＶ、Ｖ 级）块状分布于

研究区中部，主要包括西部的郭兴庄、石沟、中部的桥河岔等乡镇，占研究区面积的 ２５．２２％；郭兴庄毗邻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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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米脂县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农耕生态风险概率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９ ｔｏ ２０１５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ｚｈｉ Ｃｏｕｎｔｙ

风沙区，植被稀少，土壤风蚀沙化明显，自然损失度全县最高；石沟与桥河岔高损失度闭合区正处米脂县最大

的两条侵蚀沟，土地利用开发程度强，景观破碎，且人口密集，风险造成的损失较大。 Ｉ、ＩＩ 级损失度占研究区

面积的 ４４．５３％，主要分布于东北部以及南部各乡镇。 与 ２００９ 年相比，２０１５ 年系统损失度呈现“南移东进”、
中部聚集的趋势，系统损失度整体上升 ３．６２％。 随着城镇化推进，中部银州接纳更多的外来乡镇人口，人口密

度有所上升，风险损失增加。 近年来石沟乡镇建设使得区域景观分离度降低，损失度核心区域缩小，而东部的

桃镇由于大面积土地撂荒导致景观趋于破碎，自然损失度增加而成为新增的损失度高值核心。

图 ３　 米脂县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自然—社会复合系统损失度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Ｌｏ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９ ｔｏ ２０１５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ｚｈｉ Ｃｏｕｎｔｙ

３．２．３　 综合生态风险

综合生态风险是“概率—损失”二维模型的集成表达（图 ４）。 研究期间，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５ 年米脂县综合生态

风险指数分别为 ０．１４６６、０．１６０７，风险值上升 ９．６５％。 为更好说明风险值的变化特征，本文采用风险转移矩阵

分析各个风险等级面积转化情况（表 ２）。
研究期间风险转移类型除各个风险级别面积保持不变之外，主要有 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Ｖ、ＩＩＩ—ＩＶ、

ＩＩＩ—Ｖ、ＩＶ—Ｖ７ 类等级增加的风险转移类型以及 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Ｖ—ＩＩＩ、Ｖ—ＩＶ４ 类等级减小的转移类型。 将相

邻等级风险转换面积相互抵消可得到风险面积的转化去向：Ｉ—ＩＩ 的转化面积为 ４６７９ ｈｍ２；ＩＩ—ＩＩＩ 的转化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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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２０９３６ ｈｍ２；ＩＩＩ—ＩＶ 的转化面积为 １００３２ ｈｍ２；ＩＶ—Ｖ 的转化面积为 ２２６４ ｈｍ２。 由转化去向看出，风险等级

均在自身等级的基础上转向较高一级。 通过简单统计，风险等级由低到高转变的面积占研究区面积的

４０．９％，而反向转变面积仅占 ６．０７％，说明生态风险度虽在局部地区有所下降，但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

表 ２　 米脂县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综合生态风险转移矩阵 ／ ｈ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９ ｔｏ ２０１５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ｚｈｉ Ｃｏｕｎｔｙ

生态风险等级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ｇｒａｄｅｓ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Ｖ ２０１５ 年总计

Ｔｏｔａｌ ｉｎ ２０１５

Ｉ １３２６７ ７２２ １３９８８

ＩＩ ５４０１ １４７４２ １９９４ ２２１３８

ＩＩＩ ７７０ ２２９３０ １７６７１ １７６７ ４３２３９

ＩＶ １２３０ １１７９９ １０１７５ ２６７６ ２５９０２

Ｖ １２５８ ４９４０ ６４２０ １２６１９

２００９ 年总计 Ｔｏｔａｌ ｉｎ ２００９ １９５３９ ３９６４６ ３２７２２ １６８８２ ９０９７ １１７８８６

面积净变化 Ｎｅ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ｒｅａ －５５５１ －１７５０８ １０４１６ ９０９８ ３５４６

图 ４　 米脂县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综合生态风险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９ ｔｏ ２０１５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ｚｈｉ Ｃｏｕｎｔｙ

同时，从图 ４ 可以看出，研究区综合生态风险空间差异性显著，整体上呈现中间高南北低的空间分布格

局。 ２００９ 年 Ｉ、ＩＩ 等级风险区约占研究区面积的一半，主要分布于东部和北部。 ＩＶ、Ｖ 等级风险占研究区面积

的 ２２．０４％，集中于研究区中部，呈片状直线分布。 与 ２００９ 年相比，２０１５ 年生态风险维持前期的空间格局，但
各等级风险面积比例发生较大变化，综合风险有明显增加的趋势。 Ｉ、ＩＩ 级风险区占研究区的面积分别下降

４．７％、１４．８５％，其中 ＩＩ 级风险区面积的减少是研究期间风险转移面积最大的类型。 ＩＩＩ 级风险区面积扩大明

显且已联接成片，达到研究区面积的 １ ／ ３，面积比例增加 ８．８４％。 ＩＶ、Ｖ 级风险区面积比例分别增加 ７．７２％、
３．０１％，且空间格局变化明显，桥河岔及银州 Ｖ 级高风险核心扩大明显，相较而言石沟高风险核心明显缩小。
３．３　 生态风险与地形起伏度的关系

为厘清生态风险与地形的耦合关系，本文以地形起伏度为单一因子，结合分布指数探讨生态风险的时空

分异（表 ３）。 表 ３ 中，数字 １—５ 表示地形起伏梯度，通过自然断点法进行分级；数值区为分布指数 Ｐ。
随地形起伏度级别增加，生态风险变化趋势大致分为 ３ 类：增加型，即 Ｉ、ＩＩ 级风险区；稳定型，即 ＩＩＩ 级风

险区；减少型，即 ＩＶ、Ｖ 级风险区。 从同一年份分布优势数值变化来看，随地形起伏度梯度增加，Ｉ、ＩＩ 级风险分

布优势持续升高，大致在 ３—５ 级梯度上占优势；较高的地形起伏度说明区域相对高差较大，不适宜农户耕作

且可达性较差，农耕风险影响十分有限，且起伏度较高的区域分布大量林草地，自然损失度较小。 ＩＶ、Ｖ 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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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在 １ 级地形起伏梯度上呈现优势分布，随梯度增加，分布优势持续降低。 较低的起伏度能够指示较高的地

形完整性与可达性，集中分布于川道河谷区及沟谷坝地区，受高密度农耕行为影响呈现为较高风险概率，且区

域人口集中，粮食产量较高，系统损失度大，综合生态风险最高。 ＩＩＩ 级风险随地形起伏度的增加变化不明显。
从不同年份分布优势数值的变化来看，Ｉ 级风险在 ３—５ 级优势梯度上的数值明显降低，而 ＩＩ 级风险在 ４—５
级优势梯度上的数值升高，说明了高地形起伏度区域将承受更多的生态风险。 Ｖ 级风险除在 １ 级起伏度上分

布优势有所升高外，在其他起伏度级别上分布优势均降低，说明高风险区域在较低起伏度上的分布更加集聚，
川道区域将承受更高的风险胁迫。

表 ３　 综合生态风险与地形起伏度的分布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ｒｅｌｉｅｆ

生态风险等级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ｇｒａｄｅｓ

１
（０．０１—１．４１ ｍ）

２
（１．４２—４．３７ ｍ）

３
（４．３８—８．３８ ｍ）

４
（８．３９—１４．４９ ｍ）

５
（１４．５—４４．３２ ｍ）

Ｉ ２００９ 年 ０．９２ ０．９７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０７

２０１５ 年 ０．９２ ０．９８ ０．９９ １．０４ １．０４

ＩＩ ２００９ 年 ０．９６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０３ １．０６

２０１５ 年 ０．９８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６ １．１１

ＩＩＩ ２００９ 年 １．０３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８ ０．９７

２０１５ 年 ０．９７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ＩＶ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１ ０．９８ ０．９８ ０．９１ ０．８７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４ ０．９８ ０．９９ ０．９６ ０．９６

Ｖ ２００９ 年 １．０３ １．０１ １．０１ ０．９９ ０．９３

２０１５ 年 １．０６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５ ０．８６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结论

（１）研究区土地利用发生较大变化，充分体现了以退耕还林政策与农户行为二元主导的农耕区土地利用

格局特点。 持续退耕与耕地撂荒，使耕地不断减少，造林与抛荒面积不断增加，受土壤盐渍化影响河谷坝地产

生大量盐碱地。
（２）研究区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５ 年综合生态风险指数分别为 ０．１４６６、０．１６０７，农耕风险胁迫增大。 生态风险空间

分布差异明显，风险高值区片状直线分布于研究区中部，研究期间有向川道集聚的趋势。
（３）依托于地形分布指数分析了综合生态风险与地形起伏度的关系。 结果发现，低风险往往优势分布于

较高的地形起伏度区域内，高风险则聚集于起伏度低值区；研究期间，风险向较高地形起伏度迁移明显，同时

高风险区域在较低起伏度上的分布也更加集聚。
４．２　 讨论

本文基于经典的概率—损失二维框架解构综合生态风险，丰富了偏重人为风险源的生态风险评价体系，
在综合风险动态变化分析的同时探究了风险与起伏度的关系。 指标体系的构建上，本文选择具有区域代表性

的农耕区土地生产投入和外部距离等指标，分别表征土壤污染和外部距离胁迫，研究结果与当地实际情况较

为吻合。 同时，复合系统损失度不仅综合考虑了自然生态损失与社会经济损失，还对其时序变化进行分析，较
为充分地体现了风险受体的自然与社会经济属性及其变化。

同时，本文结合可有效表征研究区地形特征的地形起伏度，将其纳入分布指数来分析生态风险与地理环

境之间的时空关联，相较于以往针对风险等级制定风险降低对策，本文则基于不同起伏度上优势风险分布给

出空间差别化的生态保护措施：１）在高与较高风险分布的低起伏度优势区段，即川道河谷区以及沟谷坝地

区。 应严格管控农户农耕行为，控制农药化肥以及塑料薄膜施用量，控制以边坡开挖增加的建筑用地面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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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坝地和水田，缓解人地矛盾；２）在低与较低风险分布的高起伏度优势区段，即深切沟谷。 应禁止坡耕地开

发，严格控制放牧樵采，积极发展经济林果产业，降低生态环境脆弱性，提高抗风险能力。
本文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风险模型，从景观格局方面探讨受体自然损失的尝试，为后续综合景观格局和

生态学过程来探讨生态风险奠定坚实的基础。 加之农户行为是造成景观格局和生态学过程变化的主要因子。
因此，综合考虑景观格局与生态学过程，基于行为模型探讨和分析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异与演化，就为今后探讨

宏观生态风险的微观驱动机理提供了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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